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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从人口、经济、土地、社会、生态城镇化及城乡统筹等层面构建京津冀城市群新型城镇化评价体系，结合熵值
赋权法测度指标权重，利用协调发展度与空间自相关，探讨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１０年间京津冀地级市新型城镇化及各类型
城镇化协调发展程度的时空变化趋势，研究表明：社会、经济、土地城镇化在京津冀新型城镇化处于主导地位，城乡统

筹、人口、生态城镇化作用不强，人口、经济、生态、城乡统筹处于不同程度增长趋势，生态城镇化增长凸显，土地、社会

城镇化处于小幅下降；京津冀整体新型城镇化及协调发展程度处于增长趋势，天津增幅最大，石家庄、邯郸、沧州次之，

北京、衡水、唐山略显滞后性；京津冀新型城镇化空间上呈现由弱分化到随机分布，再到缓慢集聚的变化过程，而协调

发展程度呈现由强分化到弱分化，再到随机分布的变化过程；以石家庄为分界线的京津冀北部新型城镇化水平高于京

津冀南部，新型城镇化高值区格局由“北京单核”转向“北京－天津双核”；协调发展度高值区位于以北京 －天津双核
心区域，以承德和张家口为核心、衡水－邢台－邯郸－安阳相串联区域为低值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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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的城镇化指人流不断向城市集中的过程，伴随着第
一产业比重下降，二、三产业比重提升的变化，新型城镇化在

原有城镇化的基础上更加强调“城乡统筹”“城乡一体”等，它

是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表征与动力，

真正的新型城镇化不仅意味着实现人口城镇化，还应包括经

济、土地、社会、生态城镇化等。２０１４年３月，我国颁布《国家
新型城镇化规划（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１２月又下发《关于印发
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方案的通知》，２０１６年２月国务院
印发《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２０１６年
３月５日，李克强总理在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
议中指出，到２０２０年，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达到６０％，户籍
人口城镇化率达到４５％。在“十三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
城市新型城镇化正如火如荼地建设着。

学术界关于城镇化的协调测度多集中于人口－土地城镇
化、人口－经济城镇化、人口 －土地 －经济城镇化、人口 －经
济－土地 －社会城镇化等；人口 －土地城镇化，从国家层面，
陈凤桂等以人口与土地城镇化为切入点测度我国城镇化水平

并研究二者协调发展态势［１］；从地区层面，郭付友等探讨了

东北、西部地区的人口 －土地城镇化时空耦合与协调特
征［２－３］；崔许锋等从省域角度出发分别研究了云南省、湖北省

与浙江省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及其空间差异［４－６］；吕

添贵等基于城市尺度在界定人口与土地城镇化概念基础上测

度江西省南昌市２００２—２０１１年的二者协调关系［７］；王亚力等

从时间和空间序列角度，定量对比２００１年以来环洞庭湖区的
人口－经济城镇化水平、速度、相关性等［８］；郑丽等结合变异

系数赋权法构建城镇化测度体系，评价新疆人口与经济城镇

化的耦合协调度，探究时空变化特征［９］；刘法威等查找

１９９９—２０１２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并构建人口、土地与经济城
镇化协调发展模型，研究我国及三大区域三者间耦合协调关

系、规律与程度［１０］；黄金碧等从城镇化协调要求系统达到帕

累托最优的视角，结合数据包络分析构建皖江城市带人口 －
经济－土地城镇化协调性模型，并测度协调关系［１１］；曹文莉

等从人口、土地与经济城镇化３个方面测度江苏省城镇化的
变化特征，分别探讨不同阶段三者间协调发展关系［１２］。也有

学者从人口－经济－土地－社会４个维度入手测度城镇化的
协调性程度。杨剩富等结合综合评分、变异系数、地统计全局

趋势等手段测度 ２００１年以来中部地区 ８０个城市人口 －
经济－土地－社会城镇化发展协调时空变化及驱动机制［１３］；

王小敏等分别探讨了河南、江苏与河北的人口 －经济 －土
地－社会城镇化的协调发展程度与空间差异［１４－１６］。

综上所述，关于城镇化的协调测度仍集中于人口、经济、

土地、社会等传统层面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的主要基调是

“城乡统筹”“城乡一体”“生态宜居”“和谐发展”等。在人

口、经济、土地、社会等传统城镇化基础上增添生态城镇化、城

乡统筹等“新型”层面的研究相对较少，且以往研究多以国

家、地区、省域、市域层面为样本对象，关于京津冀城市群的新

型城镇化及协调发展研究也相对较少，京津冀作为中国第三

大城市群，处于推进环渤海地区、引领我国北方腹地发展的重

要地位。习近平主席指出，京津冀的协同发展是国家的重大

战略。本研究基于面板分析、时序分析及空间分析视角，在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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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理解与掌握新型城镇化涵义及京津冀城市群发展现状的基

础上，从人口、经济、土地、社会、生态城镇化及城乡统筹一体

化等层面构建适用于京津冀城市群的新型城镇化评价体系，

结合熵值赋权的方法测度各指标权重，运用协调发展度与空

间自相关等方法手段，探讨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１０年间京津冀城
市群及各地级市新型城镇化水平强弱变化，并分析人口、经

济、土地、社会、生态及城乡统筹等不同类型城镇化的协调发

展程度变动趋势，这必将在国家“十三五”规划大力推进新型

城镇化建设，为解决京津冀目前新型城镇化之路上存在的问

题提供科学依据，为“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京津冀新型城镇化

建设发展提供政策策略与思维导向，同时也为其他城市群新

型城镇化的发展提供参考与借鉴。

１　指标体系的构建与研究方法

１．１　京津冀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
综合考虑京津冀城镇化发展的实际情况，并对新型城镇

化含义充分理解的基础上，参考已有关于人口、经济、土地、社

会、生态等城镇化指标体系文献［１，１６］，并咨询相关领域的专家

学者，遵循科学性、系统性、可行性、层次性等原则，为京津冀

城市群量身制定新型城镇化的评价指标体系（表１），数据来
源于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

表１　京津冀新型城镇化的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域 准则域 权重 指标层 指标层属性 指标层权重

京津冀新型城镇化水平 人口城镇化 ０．０９４３ 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数（万人） ＋ ０．０１７５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数（万人） ＋ ０．０４５７
人口密度（人／ｋｍ２） － ０．０１２５
人口自然增长率（‰） － ０．０１８７

经济城镇化 ０．２２５９ 人均ＧＤＰ（元） ＋ ０．０１３８
第二产业增加值（亿元） ＋ ０．０４０２
第三产业增加值（亿元） ＋ ０．０９９２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万元） ＋ ０．０７２６

土地城镇化 ０．１９０９ 城市建设用地占市区面积比重（％） ＋ ０．０２１１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０．００１０
地均固定资产投资额（万元／ｋｍ２） ＋ ０．０４５９
地均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万元／ｋｍ２） ＋ ０．１２２８

社会城镇化 ０．３２４０ 普通高等学校数（所） ＋ ０．０８６９
医院、卫生院床位数（张） ＋ ０．０４９０
公共图书馆图书总藏量（万册） ＋ ０．１８２４
职工平均工资（元） ＋ ０．００５７

生态城镇化 ０．０６６６ 工业废水排放量（万ｔ） － ０．０２００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ｔ） － ０．０２４２
农用化肥施用量（万ｔ） － ０．０１４８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 ０．００７６

城乡统筹一体化 ０．０９８３ 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万元） ＋ ０．０８８３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 ０．００３１
农民人均纯收入（元） ＋ ０．００７０

　　注：“＋”表示该指标对整个体系起到贡献作用；“－”表示该指标对整个体系起到逆向反作用。

１．２　指标权重的测算方法
为避免主观赋权存在的误差，研究选取性能较好的熵值

赋权法测算指标权重。“熵”原用来测度系统信息的无序程

度，指标的信息熵越小，说明有序程度越强，包含的信息量越

大，该指标在这个系统中的权重也越高。本研究首先将构建

多个年份的京津冀新型城镇化的判断矩阵，矩阵横向为新型

城镇化系统中的各评价指标，纵向为京津冀城市群各地级市，

由于各指标单位不统一，为消除量纲，对多个年份的矩阵进行

归一无量纲化处理。依据熵的定义，确定各指标的信息熵与

冗余度，计算各指标的熵权与各城市人口、经济、土地、社会、

生态等城镇化及城乡统筹一体化的水平，公式如下：

指标比重对换：

Ｐｉｊ＝ｘｉｊ／∑
ｎ

ｉ＝１
ｘｉｊ。 （１）

　　指标信息熵：

ｅｊ＝－ｋ∑
ｎ

ｉ＝１
ＰｉｊｌｎＰｉｊ，ｊ＝１，２，３，…，ｍ。 （２）

　　指标冗余度：
ｄｊ＝１－ｅｊ，ｊ＝１，２，３，…，ｍ。 （３）

　　指标熵权：

ｗｊ＝ｄｊ／∑
ｍ

ｊ＝１
ｄｊ，ｊ＝１，２，３，…，ｍ。 （４）

　　城市各类型城镇化得分：

Ｕｉ＝∑
ｍ

ｊ＝１
（ｗｊ×Ｘｉｊ）。 （５）

式中：Ｐｉｊ为第 ｉ个城市第 ｊ项指标标准化值；ｘｉｊ为第 ｉ个城市
第ｊ项指标原始值；ｅｊ为第ｊ项指标的信息熵；ｄｊ为第ｊ项指标
的冗余度；ｗｊ为第ｊ项指标的熵权；Ｕｉ为第ｉ个城市的各类型
城镇化得分；ｍ为指标数；ｎ为城市数；ｋ为调节系数，且
ｋ＝１／ｌｎｎ；　
１．３　各类型新型城镇化间协调性及协调发展程度

参照曹文莉等关于城镇化评价体系内各系统协调性及协

调发展度的测算方法［１２－１３］，本研究定义京津冀城市群各评价

单元的人口、经济、土地、社会、生态、城乡统筹等新型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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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水平之间的协调系数及协调发展程度的公式：

Ｃｉ＝
Ｃｉａ＋Ｃｉｂ＋Ｃｉｃ＋Ｃｉｄ＋Ｃｉｅ＋Ｃｉｆ

（Ｃｉａ）
２＋（Ｃｉｂ）

２＋（Ｃｉｃ）
２＋（Ｃｉｄ）

２＋（Ｃｉｅ）
２＋（Ｃｉｆ）槡

２
；

（６）

Ｄｉ＝ Ｃｉ×Ｆ槡 ｉ。 （７）
式中：Ｄｉ为京津冀城市群中第 ｉ城市的人口、经济、土地、社
会、生态、城乡统筹等６种不同类型城镇化的协调发展程度；
Ｃｉ为人口、经济、土地、社会、生态、城乡统筹等６种不同类型
城镇化的协调系数；Ｃｉａ、Ｃｉｂ、Ｃｉｃ、Ｃｉｄ、Ｃｉｅ、Ｃｉｆ分别为第 ｉ城市的
人口、经济、土地、社会、生态城镇化及城乡统筹一体化的评价

得分；Ｆｉ为第ｉ城市新型城镇化的综合评价值。
１．４　空间自相关分析

空间自相关（ｓｐａｔｉａｌａｕｔｏ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源于地理第一定律，
表征京津冀城市群各研究单元新型城镇化及各类型城镇化协

调发展程度之间潜在的空间相互依赖性，分为全局空间自相

关与局部空间自相关２类；本研究全局空间自相关选取性能
较好的ＭｏｒａｎｓＩ指数，表征京津冀城市群内部相邻城市单元
的新型城镇化水平及各类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程度，在整个京

津冀的空间关联与差异的整体态势，公式：

Ｉ＝
∑
ｎ

ｉ＝１
∑
ｎ

ｊ＝１
ｗｉｊ（ｘｉ－ｘ）（ｘｊ－ｘ）

Ｓ２∑
ｎ

ｉ＝１
∑
ｎ

ｊ＝１
ｗｉｊ

； （８）

Ｓ２＝１ｎ∑
ｎ

ｉ＝１
（ｘｉ－ｘ）

２； （９）

ｘ＝１ｎ∑
ｎ

ｉ＝１
ｘｉ。 （１０）

式中：ｎ为京津冀城市群内部地级城市数；ｗｉｊ为空间权重矩

阵，定义空间邻近为１，不相邻为０；ｘｉ与 ｘｊ为ｉ与 ｊ空间单元
的新型城镇化及各类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程度的属性值；Ｉ取
值范围［－１，１］，Ｉ大于０为空间正相关，值越大空间集聚越
强；Ｉ小于０为空间负相关；Ｉ等于０为空间不相关。

局部空间自相关选取Ｇｅｔｉｓ－ＯｒｄＧｉ 关联指数揭示京津
冀城市群内部新型城镇化及各类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程度的冷

点与热点集聚区，公式如下：

Ｇｉ（ｄ）＝∑
ｎ

ｊ＝１
ｗｉｊ（ｄ）ｘｊ／∑

ｎ

ｊ＝１
ｘｊ； （１１）

Ｚ（Ｇｉ）＝［Ｇｉ －Ｅ（Ｇｉ）］／ Ｖａｒ（Ｇｉ槡 ）。 （１２）

式中：ｗｉｊ（ｄ）为ｉ与ｊ研究单元的空间权重矩阵；对 Ｇｉ（ｄ）标
准化处理，Ｅ（Ｇｉ）与Ｖａｒ（Ｇｉ）为Ｇｉ 的数学期望与变异系数；
Ｚ（Ｇｉ）为正表明空间上呈现热点的高值集聚区，为负说明空
间上呈现冷点的低值集聚区。

２　实证分析：以京津冀城市群为例

２．１　京津冀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体系各指标的权重分析
本研究利用熵值赋权法测算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京津冀人口、

经济、土地、社会、生态、城乡统筹等各类型城镇化的水平，同

时也测算出京津冀新型城镇化体系内各指标１０年的权重，以
各指标１０年权重的均值作为最终权重（表１）。结果表明，京
津冀城市群社会城镇化（０．３２４０）＞经济城镇化（０．２２５９）＞
土地城镇化（０．１９０９）＞城乡统筹一体化（０．０９８３）＞人口城

镇化（０．０９４３）＞生态城镇化（０．０６６６），其中社会、经济、土
地城镇化在京津冀新型城镇化中处于主导地位，相对而言城

乡统筹、人口、生态城镇化的影响作用不强；人口城镇化中，第

三产业从业人员数对人口城镇化的影响比其他指标大；同样

第三产业增加值在经济城镇化中的权重也最大；地均财政一

般预算收入对土地城镇化的影响最为明显；图书馆藏量、普通

高等学校数是社会城镇化中最为核心的指标；工业二氧化硫、

工业废水排放量的减少是解决京津冀生态城镇化的关键问

题；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的增加则更加有利于提升京津冀

城乡统筹一体化水平。

２．２　京津冀新型城镇化及各类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程度的时
间变化特征分析

２．２．１　不同类型城镇化的时间变化特征　京津冀各类型城
镇化水平 １０年的变化差异明显，其中人口城镇化涨幅
０．０１３，经济城镇化增长０．０６５，生态城镇化增加０．１６８，城乡
统筹上升 ０．００６，仅土地城镇化与社会城镇化分别降低
０．０２４、０．０１４。１０年间京津冀生态城镇化水平增长凸显；土
地城镇化减幅相对较大。京津冀城市群内部不同地级市的不

同类型城镇化的升降趋势差异同样明显。人口城镇化中，沧

州市、廊坊市、保定市、邯郸市、衡水市处于增长趋势，其他城

市处于下降态势；经济城镇化中，北京市、石家庄市、秦皇岛

市、廊坊市、邢台市、衡水市略呈轻微的滞后性；土地城镇化

中，唐山市与衡水市的下降幅度相对较大；社会城镇化中，石

家庄市、秦皇岛市、沧州市、廊坊市、保定市、邢台市与衡水市

均呈上升态势，但增长幅度并不明显；所有地级市生态城镇化

均呈递增态势，尤以北京市、天津市、张家口市与唐山市的涨

幅明显；天津市城乡统筹一体化增长幅度最大，石家庄市、唐

山市次之，其他城市均呈下降态势（图１）。
２．２．２　新型城镇化及各类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程度的时间变
化特征　京津冀新型城镇化水平整体处于上升趋势，由２００３
年的２．８５６增长到２０１２年的３．０７０，增幅０．２１４，且京津冀各
类型城镇化的协调发展程度也处于增长趋势，整体协调发展

程度由 ２００３年的 ８．０３３增长到 ２０１２年的 ８．４９１，增幅
０．４５８；京津冀城市群内部北京的新型城镇化水平及城镇化的
协调发展程度居于首位，天津市、石家庄市次之，唐山市、保定

市再次之，其他城市的新型城镇化及城镇化协调发展度均较

低且彼此间的差异也较小；京津冀城市群内部各地级市

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新型城镇化与各类型城镇化的协调发展程度
变化趋势呈现一定程度吻合，天津市新型城镇化水平增幅最

大（０．１５１），石家庄市（０．０５１）、邯郸市（０．０４２）、沧州市
（００３６）次之，廊坊市与张家口市新型城镇化水平增幅介于
０．０２～０．０３，保定市与邢台市介于０．０１～０．０２，秦皇岛市、承
德市、安阳市增幅较弱，均低于０．０１，仅衡水市（－０．０１５）、北
京市（－０．０２０）与唐山市（－０．１３１）新型城镇化水平处于负
增长态势；天津市各类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程度的增幅

（０１７５）最强，沧州市（０．０９９）、石家庄市（０．０８８）、邯郸市
（００７９）次之，廊坊市、张家口市协调发展度的增幅介于
０．０３～０．０５，保定市、邢台市、承德市介于０．０１～０．０３，安阳
市、秦皇岛市低于 ０．０１，同样北京市（－０．００３）、衡水市
（－０．０６１）与唐山市（－０．０７０）的城镇化协调发展程度略显
滞后性（图２、图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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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３　全局ＭｏｒａｎｓＩ指数的时间变化特征　京津冀城市群
新型城镇化水平与各类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程度的全局

ＭｏｒａｎｓＩ指数变化呈现高度一致。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京津冀新
型城镇化及各类型城镇化协调发展度全局 ＭｏｒａｎｓＩ指数逐
渐降低；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全局 ＭｏｒａｎｓＩ指数上升；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年全局ＭｏｒａｎｓＩ指数平稳变化；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全局ＭｏｒａｎｓＩ
指数逐年上升；但京津冀城市群的新型城镇化水平全局

ＭｏｒａｎｓＩ指数整体高于城镇化协调发展程度。２００３—２００５
年，新型城镇化全局 ＭｏｒａｎｓＩ指数介于 －０．０３３～－０．０１０，
在空间上呈现弱分化趋势，协调发展程度全局 ＭｏｒａｎｓＩ指数
介于－０．０９５～－０．０４５，在空间上呈现强分化态势；２００６—
２０１０年，新型城镇化全局 ＭｏｒａｎｓＩ指数介于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４，在空间上呈现随机分布趋势，协调发展程度全局
ＭｏｒａｎｓＩ指数介于－０．０３２～－０．０１１，在空间上呈现弱分化
态势；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新型城镇化全局 ＭｏｒａｎｓＩ指数介于

０００２～０．０３７，在空间上呈现缓慢集聚趋势，协调发展程度全
局ＭｏｒａｎｓＩ指数介于－０．０３２～－０．００１，在空间上呈现随机
分布趋势。京津冀新型城镇化在空间上呈现由弱分化到随机

分布，再到缓慢集聚的变化过程，而各类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程

度则在空间上呈现由强分化到弱分化，再到随机分布的变化

过程。

２．３　京津冀新型城镇化及各类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程度的空
间格局变化分析

２．３．１　新型城镇化及各类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程度的空间格
局变化特征　以石家庄市为分界线的京津冀北部新型城镇化
水平明显高于衡水市、邢台市、邯郸市与安阳市所组成的京津

冀南部区域，２００３年新型城镇化高值区呈现以北京市为核心
向外逐渐拓展的不规则圈层区域，并已囊括天津市，唐山市、

石家庄市的新型城镇化水平明显高于京津冀北部的张家口

市、承德市、秦皇岛市、保定市、沧州市、廊坊市，相比而言张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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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市与承德市的波及范围更广泛，而南部的衡水市、邢台市、

邯郸市与安阳市所串联的区域则成为京津冀新型城镇化名副

其实的低值区；２０１２年新型城镇化高值区由“北京单核”转向
“北京－天津双核”并向外逐渐蔓延的空间格局，唐山市新型
城镇化水平减弱，秦皇岛市、承德市的扩散范围有所扩大，沧

州市新型城镇化的影响范围则有所减小，而低值区的范围未

发生明显变化（图５）；同样以北京市 －天津市为双核心范围
区域的城镇化协调发展程度明显高于京津冀其他地域，石家

庄市与唐山市隶属于城镇化协调发展度的次高区域，其他城

市的协调发展度均较低；２００３年以承德市和张家口市为核心
的两大低值区分列在北京市 －天津市高值区的东西两侧，其
他低值区分布于衡水市－邢台市－邯郸市－安阳市相串联的
京津冀南部范围区域；２０１２年以北京市－天津市为双核心范
围区域逐步囊括石家庄市，石家庄市的协调发展度大幅提升，

唐山市的协调发展范围区域受京津高值区的影响逐步弱化，

邯郸市的协调发展度得到提升并在京津冀南部的低值区凸显

（图６）。

２．３．２　新型城镇化及各类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程度的冷热区
集聚格局变化特征　计算局部空间关联指数 Ｇｅｔｉｓ－ＯｒｄＧｉ
时，运用自然断裂法将京津冀新型城镇化及各类型城镇化协

调发展程度的空间格局划分为冷点区、次冷区、次热区、热点

区，用以判别京津冀城市群内部新型城镇化水平及各类型城

镇化协调发展程度，具有统计显著性的高值簇、低值簇的空间

聚类分布格局；由图７可知，新型城镇化及各类型城镇化协调
发展度的格局具有显著局部空间集聚特性，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的
１０年间，京津冀新型城镇化的热点区未发生明显变化，集中

于北京市、天津市、廊坊市、承德市与张家口市，唐山市为次热

区，秦皇岛市为次冷区，石家庄市、衡水市、邢台市与安阳市为

冷点区，而沧州市则由次冷区升级为次热区，保定市与邯郸市

由冷点区升级为次冷区，从而也可进一步表征京津冀新型城

镇化水平的提升；由图８可知，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的１０年间，天
津市、廊坊市、承德市、张家口市属于各类型城镇化协调发展

程度的绝对热点区，唐山市为次热区，秦皇岛市、保定市为次

冷区，石家庄市、邢台市、衡水市、安阳市为冷点区，而北京市

在１０年间由次热区转变为热点区，沧州市由次冷区转变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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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区，邯郸市由冷点区升级为次冷区，同样也可进一步表征京

津冀各类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程度的整体提升。

３　结论与讨论

社会、经济、土地城镇化在京津冀新型城镇化中处于主导

地位，城乡统筹、人口、生态城镇化的影响作用不强，１０年间
人口、经济、生态、城乡统筹均处于不同程度的增长趋势，仅土

地、社会城镇化处于小幅下降趋势，所有地级市生态城镇化均

呈递增态势，引发京津冀生态城镇化水平增长明显；第三产业

从业人员、第三产业增加值、地均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图书馆

藏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分别是人

口、经济、土地、社会、生态城镇化及城乡统筹的重要影响因

素；１０年间京津冀新型城镇化水平及各类型城镇化协调发展
程度均处于增长趋势，北京市新型城镇化及各类型城镇化协

调发展程度居京津冀首位，天津市、石家庄市次之；但１０年间
天津市新型城镇化水平及各类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程度的增幅

最大，石家庄市、邯郸市、沧州市次之，北京市、衡水市、唐山市

略显滞后性；京津冀新型城镇化及各类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程

度的全局ＭｏｒａｎｓＩ指数１０年间呈现降低→上升→平稳变化
→逐年上升的变化趋势，表现在新型城镇化空间上呈现由弱
分化到随机分布，再到缓慢集聚的变化过程，而各类型城镇化

协调发展程度则呈现由强分化到弱分化，再到随机分布的变

化过程。

以石家庄市为分界线的京津冀北部新型城镇化水平高于

京津冀南部，１０年间新型城镇化高值区空间格局呈现由“北
京单核”向“北京－天津双核”的转变，低值区范围未发生明
显变化；各类型城镇化协调发展度高值区位于北京 －天津双
核心范围区域，以承德市和张家口市为核心，衡水市 －邢台
市－邯郸市－安阳市相串联区域为低值区；新型城镇化及各
类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程度格局具有明显的局部空间集聚特

性，热点区集中于北京市、天津市、廊坊市、承德市与张家口

市，唐山市为次热区，秦皇岛市为次冷区，石家庄市、衡水市、

邢台市与安阳市为冷点区。

本研究在构建新型城镇化的指标体系过程中，虽然综合

考虑了京津冀城镇化发展的实际情况，参考了大量文献并咨

询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但受数据获取限制，部分指标并未选

取，对测算１０年间京津冀新型城镇化水平及各类型城镇化协
调发展程度产生影响；另外，受篇幅限制，人口、经济、土地、社

会、生态及城乡统筹等各类型城镇化１０年间的空间格局变化
趋势并未作详尽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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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主产区农田水利投资绩效与政府干预效应分析
———基于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ＦＧＬＳ两阶段模型

罗　芳，孙彩虹，田　苗，王　庆
（黄冈师范学院商学院，湖北黄冈４３８０００）

　　摘要：粮食主产区担负着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农田水利建设在粮食和农业生产中至关重要，政府是农田水
利的投资主体，研究粮食主产区农田水利的投资绩效以及政府干预的效应有利于了解投资的规模和结构是否合理，对

促进效率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根据１９９０—２０１４年粮食主产区数据，基于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ＦＧＬＳ两阶段模型，评估了农田
水利投资绩效及其影响因素，着重分析了政府投资和政策的效应。结果表明，政府干预对农田水利投资绩效带来不利

影响，投资规模不合理，结构有待调整；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提升了投资绩效；农村教育“亲城市”。最后，提出了加强

地方政府财力基础和中央政府的监督作用、整合财政投入资金、调整投资结构、强化农民节水灌溉技能培训等政策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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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收无收在于水，收多收少在于肥”，这句农谚形象地
道出了农田水利对粮食和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农田水利基础

设施建设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基本条件，是国家粮食安全和农

村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然而，中国农村水利事业的发展现

状却不尽如人意。在全球气候恶化的大背景下，旱、涝灾害呈

多发、频发的态势，由此带来的直接和间接经济、社会损失难

以估计。２０１３年，全国洪涝灾害导致１１９０．１万 ｈｍ２农作物
受灾、成灾６６２．３万 ｈｍ２，受损水库１２４１座、堤防３．７万处、
护岸５．３万处、水闸７１８７座，洪涝灾害导致直接经济损失３
１４６亿元［１］。２０１４年，全国作物受旱面积２２６６．７万 ｈｍ２、旱
灾面积１２００万ｈｍ２、成灾面积５６７．７万 ｈｍ２、绝收１４８．５万
ｈｍ２，干旱造成粮食损失 ２００６万 ｔ、经济作物损失 ２７６亿
元［２］。如此严重的灾情，暴露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发展瓶

颈。全国１／２以上耕地基本上属于“望天田”，大型灌区骨干
设施损毁接近４０％，中小型灌区干支渠完好率仅约５０％，小
水池、小水窖、小塘坝、小水渠、小泵站的“五小水利”设施损

毁严重。由此引发了政府部门的高度关注，于是相继制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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